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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发展始终都是‘以道贯之’的，而中国武术也在

求道与问道的过程中成为诠释中国哲学的最佳载体

和途径”。且不论该文作者对于《庄子·养生主》中“臣

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一句的解释是否准确，单

就其以“体道、求道、悟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

特征与倾向”而言，便是不恰当的，因为今人所理解的

“体道、求道、悟道”，全是基于魏晋以来的玄学思潮、

特别是宋明理学逻辑架构对于“道”的认识，而“道”在

先秦哲学与汉代经学阶段的所指则与之有很大的差

异；同时，武术作为一门技艺，“由艺入道”必然要有一

个逻辑前提，即“由艺入道”的“正当性”问题，而这一

问题的解决也正是在宋明理学出现和成熟之后才得

以完成的。

在《〈太极拳论〉与宋明理学的文化关系》［3］一文

中，笔者通过对比《太极拳论》与《太极图说》的思想与

内涵，发现《太极拳论》的成文深受《太极图说》的影

响，而后者又恰恰是朱熹所认为的宋明理学“开山之

作”。陈来［4］曾强调《太极图说》与《周易》之间的相互

关系，认为“《太极图说》的基本思想是把《系辞》的‘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演变为一个以‘太极’为最高范畴

的宇宙论体系”。由此可见，学界有关研究将武术文

化中的“道”的思想理解为对先秦儒道思想的直接继

承和延续，其实源于对中国各时期哲学思想的联系与

差异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宋代理学形成的过程中，对

先秦以来的儒道思想曾进行过理学架构下的重新诠

释，因此在探讨武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时，一方面不

能将儒道经典与武术文化做简单的对应，另一方面还

要具有宏观的、历史的研究视角，将武术文化置于其

真正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明

确其基本内涵与特征。

诚如张文［2］所述，“‘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也是影响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最为深远和重要的

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道”的观念便已经出现，

并在道家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以“道德”为终极

关怀的中国文化中，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最终必

须符合“道”的标准，即所谓“合道性”［5］。在面对这样

“大而化之”的描述性言语时，虽然可以从思想史的角

度准确理解“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必然具有的

“合道性”，但在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时便可能进入

“误区”，即认为武术文化与武术理论的直接思想源头

是先秦儒道学说、魏晋道教和外来佛教。实际上，在

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不同学派之间既冲

突亦融合的现象，即便在某一学派内部，也存在由不

同时代背景和人物等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区别，所以

将先秦哲学的某些学说直接运用于武术显然是不合

适的。但是这样的“误区”不仅出现在张文之中，亦是

目前学界从事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

交叉研究时的某种“共见”。因此，有必要对武术“道

论”的思想内涵做出新的定义和梳理，才能对武术及

其文化内涵做出清晰而准确的定位。

1.1 先秦道家并未直接影响武术“道论”的形成

在以往研究中，以先秦道家哲学直接影响武术

“道论”的观点最为普遍。如张文［2］认为，中国武术的

传承与发展深受先秦道学思想的影响，“正所谓‘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道所生化出的万

物之一，武术与道之间存在着一种本源性的联系”。

这一观点以老子哲学的“道生万物”观解释“道”与“武

术”之间的关系，看似有理却未能点中要害。中国哲

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

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现代哲学等 7

个阶段，每一阶段关于“道”的论述都未尽相同。在先

秦诸子学时期，“道”的主要含义是道路、方法、规则，

即《荀子》所说的“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

“道”的含义。虽然先秦老庄哲学中已经出现大量关

于“道”的讨论，但其意义与魏晋玄学之后特别是宋明

理学中的具有本体论意味的“道”有着本质不同，即张

立文［6］10所谓的“中国道范畴的演变，从殷周直至清王

朝灭亡，历经三千余年的岁月，经过了道路之道→天

人之道→太一之道→虚无之道→佛道→理之道→心

之道→气之道→人道主义之道 9个阶段，每个阶段的

哲学思源、时代精华，直接反映着历史的进程，体现着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由此可知，在解读武术史上一些著名论断时，如

果在不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下便妄下结论，难免会出

现一些误读和误解。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曾

在其论著中反复强调“拳与道合，拳道合一”的思想，

但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多以类似张文的理解方式将道

家哲学与孙禄堂武学思想“主观”地联系在一起，如尹

永佩等［7］便把太极拳理论看作根源于道家传统文化。

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对“武术之所以成为文化载体”

这一基本问题的梳理，只是就事论事地以作者的主观

理解代替对历史真实情况的客观把握，这是对武术

“道论”的源头理解不清以及对其所处时代背景和思

潮特征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其实孕育武术文化的“土

壤”并非先秦道学或整个先秦诸子学，而是融合儒、

释、道三家学说的宋明理学。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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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哲学中并未形成深刻的“形上思维”，而宋明理学

由于受到魏晋玄学和佛教哲学的“洗礼”，其“形上思

维”已相当成熟，并为武术“道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具体而言，先秦道学主张虚静无为，“道”并不是

一个与“一”“二”“三”“万物”等“器”相对应的“终极实

体”，而是指向宇宙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过程”，故

蕴含“宇宙生成论”的含义，所以也不存在如“道器”关

系那样的所谓“本源性联系”。南宋学者陈淳［8］曾站在

程（颐）朱（熹）理学的立场分析过先秦道家的“道”与

宋明理学的“道”的不同：“老庄说道，都与人物不相

干，皆以道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老氏以无为宗，

佛氏以空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为吾真体，以天地万

物皆为幻化，人事都为粗迹，尽欲屏除了，一归真空，

乃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即老子所谓的

“道”并非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物”或概念，“道”生成

“万物”而非作为“万物”存在的终极依据，两者并非

“本源性”关系。在宋明理学中，“道”即是“理”，即“物

之所以然者”，其是一个与“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

无论是程（颐）朱（熹）一派的“理本论”、陆（九渊）王

（阳明）一派的“心本论”，还是张（载）王（夫之）一派的

“气本论”，都将自己认同的最高哲学范畴统称为

“道”，并认为“道”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总依据，那么

“道”与“器”的关系也不是“道”生成了“器”，而是“道”

是“器”之所以存在的终极依据。

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便不难看出武术文化

中，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均体现了宋明理学式的“道

器”观，而非先秦老子哲学的“宇宙生成”观。正如蒙

培元［9］所说：“‘道’本来是道家哲学的根本范畴……这

一点后来被理学家所吸收。”因为宋明理学本身就是

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所以在武术“道论”中

可以看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子”。虽然武术文化特

别是武术理论的形成和成熟过程曾深受老庄哲学的

影响，但自从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宋明理学形成

后，后人理解的老庄哲学，已然不是先秦时期原初的

“老庄”，而是经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介入

和改造后的“老庄”（《老子》一书曾经后人整理、改造，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本《老子》源于三国时期著名

思想家王弼的注本，后人所论《老子》均以王弼注本为

底本，而出土于郭店楚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古本《老子》

与今本《老子》之间均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可知，今人

所了解的《老子》与其原初的形态并不相同）。依据中

国哲学思想变迁的客观历史脉络，对武术文化和武术

理论形成产生过影响的“道家”，实为“经过宋明理学

改造”后的“道家”，而非先秦的道家。这一点在以往

的研究中却常被忽略。

1.2 武术文化研究者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入

认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武术在

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

影响，这在以往研究中常被提及。时至今日，从事体

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虽然对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讨论，但往往受到现有学科

分类的限制，对武术如何受到传统儒道思想影响的内

在机制缺乏深入认知，以至于更多地将先秦儒道思想

直接运用于对武术理论的研究和解读，并未看到先秦

儒道思想产生之后的 2 000余年间的不断变化和理论

创新，以及直到宋明理学产生之后，原先以实用为主

要功能的搏击方法（武技）才被赋予了“载道”的价值

关怀，进而真正成为武术，并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理

想和人生追求。

王海鸥［10］指出，太极拳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天人

合一”“天道阴阳”辩证法以及“刚健有为”的思想，但

他并未对“天人合一”“阴阳观”“刚健有为”等思想的

流传和演变进行历史性梳理，而是直接把这些源自中

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作为理解太极拳理论的基本依据，

未能看到在中国哲学体系内部各时代、各学派对于

“天人观”“阴阳观”的态度差异，自然也不可能准确把

握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武术从一

门搏击实战的技术（武技）最终上升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典型代表，与其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大有关系，而

其中的关键便是引入了宋明理学的“道论”作为其自

身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2 武术“道论”的基本内涵

在明确了武术“道论”应置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架

构进行理解后，还应进一步讨论武术“道论”的基本内

涵。“道”字的本义为道路，进而引申为原则、方法、本

质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道”字为“所行道也”

“一达谓之道”，即有道路、方法之意；《左传》载郑国子

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道”有原则、规则之

意，进而可引申为道理；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

文化中，“道”还指向儒家伦常规范。在宋明理学中，

当“天理”作为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最高哲学范畴

时，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人伦之至”的“圣人”亦是因其

禀受了“天理”，即《礼记·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此，在武术“道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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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基本内涵应指向“道德”“道理”“方法”等3个层

面［6］1-4。其中：“道德”是中国文化典型特征与核心观

念，故在武术文化中，武术训练的指向便不是以“较

技”为最高追求目标，而是以成为一个具有良好修养

和道德水准的人（“圣人”）为终极目标；“道理”在宋明

理学的逻辑结构中为武术训练提供了一个终极价值

依据，即“道”作为“物之所以然者”，为具体的武术训

练提供了本体论依据；“方法”则是指具体的武术技法

和训练过程均要符合并遵循“道”的标准和原则。此

三者相互交融，实现了武术对人的教化功能（“道

德”）、武术对人的最终价值关怀（“道理”）和武术训练

过程中应当如何开展训练（“方法”）这3个核心问题的

统一和“自恰”，由此构成了武术“道论”的基本内涵。

2.1 第1个层面：“道德”

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形态的最典型特

征，是特别强调对人的“道德”价值的要求和追求，反

映在武术文化中便体现为对“武德”的重视。由于中

国传统文化具有“泛道德化”特征，因此，不仅武术文

化被赋予了“道”（包括“体道”“明道”“达道”等）的意

涵，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手工艺等其他文化门类

中均有类似的表达。“武德”所指的绝不仅是字面意义

上的“武术之德”或“武人之德”，而是整个儒家道德文

化特别是宋明理学架构下的儒家伦理价值观。

正如金玉柱［11］所说：“对作为‘未曾习武先习德’

的中国武术而言，在它的身体功夫之中更是深深地蕴

含着这一功夫的德性范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

元是家庭，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形成阶段便充分

肯定了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家庭基本伦理——

“孝”“悌”，并以此衍生出国家政治层面的“忠”“礼”。

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言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就是对家庭伦理中的子对父之“孝”、父对子之

“慈”的一种“扩大性”解释。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伦理

秩序，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法实现，但在

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成为中国

近 2 000年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特别是经过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影响和改造，至宋明理学产生的

时代，其已不仅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来确定自身的合

理性，而且将“天道”作为其自身即“人道”的存在依据

看待。程颢等［12］123明确提出“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

人欲，则亡天德也”，意即以此“人心”去体认和实现

“天德”。与“二程”同为“北宋五子”的张载［13］亦明确

提出“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而“循

天下之理”和“得天下之理”的主体就是“人”，结果则

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和陆九渊虽

然在治学理路上存在差异，但均认为个人道德与居于

“天道”层面的“理”或“心”紧密相关，并借用《孟子》的

“圣人者人伦之至”“天之予我者非由外烁”加以阐释，

将个人伦理道德完善的过程（“修身”）作为体认“天

道”的基础和起点。如朱熹认为“人物之生，天赋之以

此理，未尝不同”［14］，因此，“明此理”便可成就“圣人之

学”，以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由此，在武术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强调“武德”，

不仅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外在要求，更是习武者提高个

人修养和人生境界的必由之路，即习武者将“武德”的

种种具体规范化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质，

便是要求自己成为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观念

的“社会人”，一个通过武技的训练和“武德”的“修身”

双重作用而最终成为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圣

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武德”并非仅是某些具

体的道德规范要求，如“慎用武力”“尊师重道”“忠孝

仁义”等，而更应从“天道”的层面对“武德”加以理解，

即作为“人道”具体规范的“武德”，乃是以“天道”为

“形上”依据，故通过“武德”之“修身”便可最终实现自

身生命境界的升华。这一带有“本源性”和“形上思

维”的表述在先秦儒学中并不存在，而唯有经历过魏

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之后，在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思

想架构中才有可能生发出这样的命题。因此，武技与

“道论”结合而成的“武术”，也只能在宋明理学之后才

会产生并最终形成。

2.2 第2个层面：“道理”

武术“道论”的第2个层面表现为“道理”。在宋明

理学的思想架构中，“天道”作为万物之所以存在的

“形上”依据，与万物之间存在“理一分殊”的关系。朱

熹曾借用佛教华严宗“月印万川”的比喻解释“天理”

与万物之间既统一又分离的关系。在朱熹看来，天地

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总根源在于“理”（在朱熹的论述

中，“理”有时也称为“道”，而且“道”和“理”是同义的，

因此，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此即“理一”；而“理”

作为“物之所以然者”又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此即所

谓“分殊”。为什么在宋代以后形成的传统武术中特

别强调拳术和桩功的训练？这是由于相对于各种器

械的练习和使用而言，拳术是更为重要的“理”，相对

于武术技法的练习和使用而言，桩功是最为重要的

“理”，这正是受到了“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笔者试

举数例以说明武术理论吸收“理一分殊”思想的方式，

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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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越女论剑”和唐代“公孙大娘舞剑”的故

事中，之所以完全看不到强调拳术作为剑术基础的

端倪，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拳术并不作为剑术等其他

器械练习的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在更深的观念层面

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总根源的“理”尚未形

成。直到王芗斋将各种武术流派拳种融会贯通而创

“大成拳”，并将其“桩法”作为一切武术形式之“不二

法门”且进行前所未有的强调、强化与实践之际，受

到“理一分殊”思想影响的武术形态才跃然呈现在世

人眼前。

孙禄堂的“拳与道合”论，即理解武术“道论”中

“道理”内涵的典型案例。孙禄堂所谓的“拳”，既指

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等 3 家内家拳法，亦可泛指

所有的传统武术形式；而其所谓的“道”，主要指向本

文所述的基于宋明理学思想架构下的“道论”的“道

理”层面。如今许多研究者以先秦老庄思想为核心

的道家道教思想探讨孙禄堂“拳与道合”论中“道”的

意涵和指向，实则在宋明理学形成的过程中道家道

教学说已然为理学所吸收。宋明理学在南宋理宗时

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此后近 800 年间，基本处于社

会思想的主流地位，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孙禄堂生活的时代，

人们对于道家道教学说的理解是基于宋明理学对于

原始道家道教的理解。孙禄堂［17］的“拳与道合”论的

重要特点在于强调武术不分“南北”和“内外”，不仅

强调“三拳合一”，而且强调“南北合一”“内外合一”，

又认为武术通于“易理”，通于“大道”，如其所谓“三

派拳术，形式不同，其理则同，用法不一，而取胜于人

者则一也”。这样的表述自然不是先秦道家哲学所

能涵盖的。将此论置于宋明理学的思想架构中不难

发现，所谓的“拳与道合”不过是宋明理学“理一分

殊”思想在传统武术领域中的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即

二 者 之 间 的 逻 辑 架 构 具 有 高 度 的 一 致 性 和 关

联性［18］。

2.3 第3个层面：“方法”

武术“道论”的第 3个层面是“方法”，即指武术的

训练和学习过程要符合“道”的规律和法则。“道”既是

武术训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

法。如前所述，作为“分殊”之一的“武术”，既是“天

道”的载体，亦是“人道”的表达，因此，以“道论”为依

据指导武术训练，其过程须符合“人道”的标准和要

求。相对于“天道”而言，这里所谓的“人道”既有道德

教化的意义，也有人的自然生理规律的意义，故在“方

法”层面引发以下2个方面的讨论。

表1 武术理论吸收宋明理学“理一分殊”思想举例

Table 1 Examples of wushu theory’s absorbing the thought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序号

1

2

3

4

5

6

出处

[明]俞大猷

《剑经·并序》[15]21

[明]程宗猷

《秘本长枪法图说·

散扎拔萃》[16]113

[明]程子颐

《武备要略·长拳

法》[15]80

[明]何良臣

《阵纪选》[15]16

[明]无名氏

《少林棍法图说》

跋[15]164

无名氏

《少林拳谱杂俎·练

拳秘钥》[16]93

原文

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

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

盖枪变幻虽多，然皆不外此八着之相生。如习书

家，有先习“永”字之说，亦以“永”字八法皆备，而

余字不外此八笔之法耳

尝谓拳法虽无预于大战之技，然各艺身法皆出于

拳

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

易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

予尝谓世间一切术艺技能，皆有合至道。深入其

中，各有一界可好，而乐其中，又各有圣位

盖拳中之变化无穷，千变万化，须由母生

要点

①以《四书》《六经》比喻武术器械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引程颐语：“学者当以《论语》《孟

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此段对于《四

书》与《六经》关系的理解正如程颐语意

③《四书》较《六经》而言更为“根本”，那么“棍”较“钩、刀、枪、钯”也更

为“根本”，此即“理一分殊”之意

以大枪“八枪母”比喻“永字八法”，以示其为“根本”，有此“根本”则其余

招势皆由此“八枪母”生出，此即“理一分殊”之意

“各艺身法皆出于拳”，即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之意

“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但仍然要先学“拳”再学“棍”，可见“拳”比“棍”更

为重要。此即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之意

认为“世间一切术艺技能”都能最终与“至道”相合，这是受到了“理一分

殊”思想的影响

认为各派拳术虽形式多样，但皆由同一“母”所生，类似王宗岳《太极拳

论》所说的“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此亦是“理一分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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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驰功，张大超.武术文化对传统“道论”哲学的吸收与借鉴

（1）武术训练应实现对自我的体认，而这一体认

的结果应符合“天道”的要求。在传统武术训练过程

中特别强调的，既不是对个别技术或身体部位的强化

训练，也不是提高速度、耐力、力量等运动素质，更不

是如何科学高效地提高运动水平，而是对“内劲”和

“气”的训练，并认为对“内劲”是否掌握、“气”的充盈

顺达与否才是分判武术水平高下的重要指标。有学

者认为，这是源于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实则根本

原因是传统习武者并不局限于武术实战技术的高低，

达到对自我和“道”的体认才是其一以贯之的训练

目标。

换言之，每个习武者的生理状态不尽相同，同样

的训练亦会有千差万别的表现方式与结果，但有一个

“东西”是共通的，那便是对“道”的体认。实现对“道”

的体认并非是对个别技法的熟练掌握、某些身体素质

与生理指标的提升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对“内劲”

和“气”的训练和体悟来完成。正如清代武氏太极拳

创始人武禹襄在《太极拳解》［19］中所强调的：“行气如

九曲珠，无微不到；运劲如百炼钢，何坚不摧。”这里的

“气”与“劲”，均非明确指向某一生理器官或机能，而

是习武者在日常训练过程中时时“内视”和体悟“天

道”的结果。从思想根源上看，此源自宋明理学的道

德“修身”范式，即这样的“修身”过程并不是对道德、

法则等外在因素的“他律型修身”，而是以反观内视、

澄明主敬为主要内容的“自律型修身”。因此，如果仅

从“道”的字面意义或“大而化之”地去理解：一方面很

难看到武术对于传统哲学“道论”的吸收和运用，实为

指向道德修身的层次，而这并非源自先秦老庄哲学思

想；另一方面也将因为混淆于此而难以准确把握中国

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如何运用到武术的技术层面，以

及在此训练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2）武术训练应遵循一定的学习规律，即由低到

高、由易到难的学习“次第”。“道”字的本义是道路，并

引申为方法和规则，因此，在武术“道论”中，“道”亦表

达着其本义及引申义——“次第”。“次第”即指顺序，

在宋儒朱熹的表述中，所谓为学“次第”，便是从“形下”

层面的“格物”到“形上”层面的“穷理”，是一个由低到

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不断上升和发展的过程，这

源自其对《大学》所做的理学式的解释。在朱熹看来，

古人8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年至

15岁入大学，学习“修齐治平之道”。小学所学者，不

外是日常生活中所需具备的基本生活技能，属于“形

而下”之“器”“技”；而大学所学者，则是治国安邦的大

道，以及“穷理”“性命”之学，属于“形而上”之“道”

“理”。因此，他在《四书章句集注·补格物致知传》中写

道：“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受到该“次第”观念的影

响，在传统武术的训练过程中特别强调对于基本功的

训练，并认为基本功不扎实会直接影响更高阶段的学

习。在学习器械之前应先学习拳术，学习拳术又应以

基本功法为基础，而对于基本功法的练习又须是贯穿

整个武术训练始终的、最为核心的训练内容。例如，

在《武备要略》中便有“知拳则能活脱手足，运动肢体，

若习他艺自然便利，过于他人矣”［15］80的说法。

此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学习训练方

式近似现代教育学与体育训练学的一般规律，因而学

人们常常忽略其背后的思想性内涵。实际上，传统武

术训练的学习规律，正是在宋明理学讲求为学“次第”

的思想背景下逐步完善的。正如在宋代之前，拳术的

练习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剑术等武术器械的练习，因为

上述为学“次第”观念尚未形成。同样，在追求“才性”

（个人才华）与“玄思”的魏晋时期，王弼可在不满20岁

时注解《周易》并影响千年之久，王羲之能以其个性化

的书写方式开创中国书法的新时代……这些在宋明

理学产生之后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在宋明以后的理

学教育模式下，20岁之际尚处“志于学”和学习儒家经

典的阶段。宋代以后的书法也必须遵循“由楷书到行

书再到草书”的学习过程。如此，个人的“才性”一方

面不会为世人所重视，另一方面，对传统经典的学习

则成为个人长年积累才能完成的必要基础。据此，由

低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学习训练方式便显得

更为普遍、实用和可行。反观传统武术训练所强调的

基本功练习，该训练理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是受到宋明理学式的“次第”观念影响所致，且成为

传统武术训练中借由技术的训练进而实现对“道”的

追求的必由之路。

综上，武术“道论”兼有道德教化、形上之思和训

练方法等多重含义，三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紧密结

合在一起。只有从整体把握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

古典哲学之后，才能看到武术之“道”绝非先秦儒道思

想之“道”，而是具有宋明理学式的“形上”思辨和价值

观念的“道”。

3 武术“道论”与武技结合的内在机制

在明确了武术“道论”的基本指向后，还应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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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武术“道论”是以何种方式与武技发生联系的，即

“道论”与武技结合的内在机制。

3.1 “道器不二”

所谓“道器不二”，即认为“道论”与武技之所以能

够相通并结合在一起，是因为“道”与“器”二者之间具

有“本不二”的关系，通过相关训练可以实现对“道”的

体认和通达。

程颢等［12］689 曾提出理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所谓的“体”可以理解为

“道”，“用”可以理解为“器”。这种“体用观”和“道器

观”便为武术“道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明清各武术流派中，均有将武术与“天道”相结合的

倾向，而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根源即是宋明理学

的“体用观”和“道器观”。在程朱看来，“道”是宇宙万

物之所以存在的“形上”依据，而“器”则是“道”得以承

载的具体之物，所以在逻辑上虽然“道”先于“器”，但

实际并不分离，是“体用不二”“道器不二”的。那么人

要如何体认“道”呢？由于“道”属于“形而上”的抽象

层面，“器”属于“形而下”的具体事物，因此，可以通过

对“形而下”的“器”的学习和研究通达和体认“道”，这

便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思想学说。

那么，武技作为“器”的一种，既是“道”的一种载体，也

是“道”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通过武技的训练和学

习，便可以“体道”“味道”并通达于“道”。如在太极拳

的练习中要体现“连绵不绝”“柔刚相济”的技术特点，

实为通过这样的练习体认宇宙“大道”的“大化流行”

和万物的“阴阳”与“刚柔”。再如在象形拳的练习中，

习武者不仅要从师父那里学习拳术套路和功法，还要

从拳术模仿的对象（如猴、虎、鹤等动物）那里象形取

意（具体做法类似于理学史上“格竹子之理”的典故），

通过“师法自然”的方式体认天道和拳道，进而实现提

高武技和训练水平的目的。可见，武技与“道”的结

合，并不是武术家个别的发明创造，而是在特定历史

文化和时代思想作用下的结果。

3.2 比附和借用

武技与“道”的结合，除了学理上受到宋明理学

的影响之外，在相关武术论述中还大量充斥着比附

和借用宋明理学某些思想来解释武术文化及技术的

现象。

周敦颐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之人，其著《太极图

说》也成为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清人王宗

岳所作的《太极拳论》中便可看到借鉴《太极图说》的

“痕迹”；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补格物致知传》作

为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同样也被借用于《太极拳论》

中［3］。此外，例如《周易》《孟子》《中庸》《老子》《庄子》

等儒道经典著作，亦时常在武术理论中被提及。由于

宋明理学完成了儒家对道家、道教以及佛学的吸收和

改造，所以对于宋明以后的武术家而言，上述儒道经

典中的思想学说均可“拿来”作为武术理论的思想基

础。同时，在明清武术流派形成之后，各流派均会强

调自己本门的武术源自“达摩”“武穆”或神授，即师出

正宗，这正是宋明理学的“道统”观念影响武术文化形

成的又一明证，因为只有将自己本门的武术确立在

“道统”的地位上，才有所谓的“正宗”与“不正宗”

之别。

综上可知，“道论”与武技的结合是双向的：①宋

明理学的“道论”为武术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

和文化“土壤”，使武技在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大背景

下逐渐发展并形成武术；②武术在形成的过程中主动

吸收、借鉴甚至比附理学及其思想背景下的儒释道思

想和文献，并将其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在此

双向互动之下，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武

术最终才得以形成。

4 结束语

“武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偃闭武

术，阐扬文令”［20］，但此时的“武术”实指军事，与今天

中国体育学范畴中的“武术”并非同一含义。同时，此

处作为军事的“武术”与儒家教化的“文令”相对，即很

难与儒家道德教化有直接关联。从《说文解字》之

“武”字的意义上看，所谓“止戈为武”，虽然带有一定

的儒家教化之意，但与今人所言“以儒家道德文化为

核心的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思想对武术的影响”亦

相距甚远，因此，可以认为：“武术”作为一种人与人之

间实战的技术，在其源头处，并非“天然”地受到以儒

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武术

文化直接与中国哲学相联系。今人心目中带有中国

文化特征的武术，是在宋明理学出现且逐渐成熟后才

真正形成，而此形成过程即武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特

别是“道论”的影响，逐渐从一项人与人之间搏击的技

术上升为一种文化载体。

从学界现有对“武术”的定义看，武术产生的源

头为原始社会人与人、人与兽之间搏斗经验的总结；

但从历史的实际情形看，这种“武术”只是技术层面

的经验而无法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和把握。原始

的“武术”只是武技，而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

体的“武术”。只有将武技与思想文化结合，使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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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与人文追求之后，方可称之为

“武术”。如文字的书写、刻画早在原始社会已经出

现，到了商周时期便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甲骨文和钟

鼎文，虽然今天的书法家可以从这些甲骨文、钟鼎文

中学习和“取法”，但真正的“书法”至汉魏之际才出

现。当文字的书写不能与书家的主观意识和审美观

念相结合时，便只能称之为“书写”，而不能称之为

“书法”。同理，当实战技术未能与习武者的价值追

求相结合时，那么只能称之为“武技”，而不可称之为

“武术”。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时代背景下，

武术正与书法、国画、围棋等中国传统文化载体一道

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学习和了解，而“武术还能不能用

于实战”的问题亦是近年来体育界、武术界所难以回

答甚至难以面对的问题。其实，武术早在宋明理学

形成之后，便已逐渐从实战技术转为一种“修身”和

“体道”，那么从事武术学习和训练的目的也从追求

实战技术高低的较量转向追求人的精神境界的提

升。虽然武术至今尚保留一定的技击性和实战性，

但早已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搏杀、较技之术，而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和表达方式。这一点在孙

禄堂关于“道艺”与“武艺”的判别中亦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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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tellectual Fighting to Force Fighting：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Fighting Yangko

under the Etiquette Constraints

TENG Xiwang，GUO Yucheng

Abstract：：Taken the folk Wushu activity Fighting Yangko ritual in Haiyang Big Yangko as the individual case，

a field investiga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its process and folklore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interpret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Haiyang Big Yangko absorbs the tactics of military martial Wushu and the

technical movements of folk Wushu；the survival struggle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Wushu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Fighting Yangko to absorb Wushu elements；its logical form is manifested from the

"intellectual fighting" to the "force fighting" progressively under the etiquette constraints."Intellectual fighting"

embodies the wisdom of the military strategy，while Wushu is an main supporting force of "force fighting".

Fighting Yangko is restricted by etiquette to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rural social order，which reflects the

combination of etiquette and law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A deep description of its folklore

context shows that Fighting Yangko is an ritual means of ethnic survival resistance，a folk military exercise to

protect the living environment，a stage for displaying personal charm and a carrier of regional Wushu spread.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Wushu and Fighting Yangko proves that Wushu and folk activities have a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multiple value attributes in Wushu.

Key words：：Haiyang Big Yangko；Fighting Yangko；Wushu；art of war；intellectual fighting；force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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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of Wushu Cultur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Traditional

"Taoism Conception"（（Daolun））

ZHANG Yuanchigong，ZHANG Dachao

Abstract：：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Chinese wushu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during its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Especially wushu culture has learned and absorbed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Taoism Conception"（Daolun），which makes it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edify edu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becoming the instrument of promoting individual cultivation

and spiritual state for the practitioners.And this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martial arts cultures.The traditional

"Taoism Conception"（Daolun）absorbed and learned by Wushu culture，mainly comes from the logic thoughts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mong which，"Taoism" has 3 layers of meaning，i. e.，

"morality"，"reason" and "way". On the other hand，the combination of Wushu and "Taoism Conception" uses 2

channels of "the unity of principle and method" and "analogy and borrowing".With the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specially "Taoism Conception"（Daolun），Wushu culture accomplishes the

theory establishment ideologically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of

it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Wushu；Taoism Conception（Daolun）；culture；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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